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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绿水系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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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水和蓝水的概念和理论对于半干旱、半湿润区水资源的评价和管理有重要意义。 本文引入流域尺度上绿水系数指标，
定义为某一流域内由降水到绿水的转换系数。 研究发现，１９５０—２０１１ 年间，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河龙区间）的绿水系

数呈现增大的趋势。 除了气温、降水的影响外，水土保持是一个重要因素。 水土保持措施减少了降雨到径流（蓝水）的转化率，
增大了降雨到绿水的转化率。 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坡面径流减弱和河流径流的减弱，从而减少了坡面侵蚀和流域产沙。 同

时，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植被蒸腾作用的增强，说明植被对地表的保护作用增强，这也会导致坡面侵蚀的减弱。 河龙区间产

沙量与流域绿水系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产沙量变化的 ５３．７％可以用流域绿水系数的变化来解释。 水土保持实施后，梯
田和坝地使得生产性绿水系数增大，从而增加了粮食产量。 梯田、坝地面积与绿水系数和粮食产量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粮食产量与绿水系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绿水系数具有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指示意义，在年降水可比的

情况下，流域绿水系数的减小意味着集水区生态环境环境质量降低，流域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集水区生态环境质量提高。 依

照绿水系数的变化，可以将近 ６０ 余年来河龙区间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划分为 ３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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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ａ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为了更好地进行半干旱、半湿润区农业水资源的评价，Ｆａｌｋｅｎｍａｒｋ 等于 １９９５ 年提出绿水和蓝水的概念。
蓝水是指储存在河流、湖泊以及含水层中的水，而绿水是指直接来源于降水并用于蒸散的水［１］。 此后，绿水

的研究在世界上受到重视。 绿水可以被定义为蒸散流，是流向大气圈的水汽流，包括灌溉农田、湿地、水面和

自然植被等不同地表的蒸散发产生的水汽流［２，３］，也可以被定义为具体的资源，即绿水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

壤并被植被蒸散发消耗的水资源，某一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获得的总的绿水资源量等于该时期内蒸散发累

计量［４，５］。 上述理论的提出，丰富了水资源的内涵，为更加科学地进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这

一理论，水资源的管理应分为蓝水管理和绿水管理。 研究表明，从水循环的角度分析，全球尺度上总降水的

６５％通过森林、草地、湿地和雨养农田的蒸散返回到大气中，成为绿水，仅有 ３５％的降水储存于河流、湖泊以及

含水层中，成为蓝水［５］。 绿水可分为两个分量：一部分为植物蒸腾量，与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量生产密切

相关，可称为生产性绿水；另一部分为陆面蒸发量，可称为非生产性蓝水［６］。 国际上对于绿水的研究，已取得

很多成果［５⁃１０］。 近年来，刘昌明、程国栋等在我国倡导展开绿水的研究［１１，１２］。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水资

源管理属于蓝水管理，目前亟待加强对于绿水的管理。 这对于提高我国水资源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绿

水、蓝水的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已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１３⁃１５］，但尚待展开深入的研究。
已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农田尺度。 为了进行流域绿水管理，必须在流域尺度上深入研究绿水形成的机

理，研究降水－绿水的转化率的变化如何受到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 流域系统既是一个水文地貌系统，又
是一个生态系统。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于绿水在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上的意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对

于其在流域尺度上生态意义的揭示还较少。 我们发现，近 ６０ 余年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绿水系数

有明显的减小趋势，并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揭示了减小的原因［１６］。 本文是文献［１６］的延伸，将在前

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绿水系数增大的生态环境意义及其在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评价

中的应用意义。 其目的是深化对于绿水系数科学内涵的认识，为更科学、更确切地评价水土保持效益和更好

地开展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土保持规划提供新的知识。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以下简称河龙区间）（图 １）是黄土高原的主体。 属中温带和暖温带半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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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自然植被类型区为温带干草原和暖温带森林草原。 年降水量为 ３５０—４５０ｍｍ，多以暴雨形式集中下落，降
雨侵蚀力较强。 地表物质主要为黄土，黄土层深厚，渗透性强，雨季入渗的雨水只有一小部分补给到地下水

中，其余部分在旱季中就地蒸发，因而径流系数较低，径流深度较小。 黄河在河口镇流入该区，在龙门流出该

区，河龙区间的流域面积为 １１２０００ｋｍ２。 按照 １９５０—１９９９ 年间的统计，河口镇水文站和龙门水文站的多年平

均实测径流量分别 ２２９．１×１０８ｍ３和 ２８３．３×１０８ ｍ３，河龙区间产生的径流量为 ５４．２×１０８ ｍ３。 该区产流量占花园

口以上流域产流量的 １３．９％。 河龙区间是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的主体，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黄土层厚

度大，沟谷密度大、切割深，侵蚀强烈，是黄河泥沙特别是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由于黄土层深厚，渗透性强，
故径流深度较小，对黄河径流量的贡献相对较小。 该区的面积只占花园口站以上流域面积的 １８．４％，年产流

量占花园口以上流域产流量的 １４．９％，年产沙量却占花园口以上年产沙量的 ５５．８％［１７］。 本区是黄河流域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梯田、林草和淤地坝措施的大规模实施以及 １９９８ 年以后退耕还林

（草）的开展，使流域下垫面特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蒸发特性改变，使得

流域产流特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绿水、蓝水关系的变化。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该地区的产

流过程对于环境因素的变化十分敏感，是研究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的理想地区。

图 １　 黄河流域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Ａ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绿水包括生产性绿水（指被蒸腾量）和非生产性绿水（陆面蒸发量）。 其中，生产性绿水对于水

资源管理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目前在广大流域面积上对于植被蒸腾量的观测资料很少，不足以进行深

入研究。 因此，本文研究包括蒸腾量和蒸发量在内的广义绿水。 按水量平衡方程：
降水量＝蒸腾蒸发量＋径流量＋蓄水变量 （１）

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流域中的蓄水变量可以忽略。 降水量转化为径流量和蒸散发量，前者为蓝水，后者

为绿水。 由此可写出：
降水量＝蒸腾蒸发量＋径流量＝蓝水量＋绿水量 （２）

我们引入流域尺度上绿水系数（Ｃｇｗ）的指标，定义为从降水到绿水的转化率，即绿水量与降水量之比。
因此，

绿水系数＝绿水量 ／降水量＝（降水量－蓝水量） ／降水量＝（降水量－径流量） ／降水量 （３）
必须指出，在用上式研究绿水系数时，应该采用天然径流量而不是实测径流量，因为人类所引用的水量属

于蓝水，引水导致实测径流量及蓝水减小，对于这一部分必须进行还原计算。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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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系数＝绿水量 ／降水量 ＝（降水量－天然径流量） ／降水量 （４）
本文在年尺度上研究绿水系数。 应该指出，在年尺度上水库对径流的调蓄是一种重要的蓄水变量，不宜

忽略。 在进行年天然径流还原计算时，已扣除了水库蓄水变量。 流域土壤的调蓄量对于水量平衡也有一定影

响，但目前尚难以得到长系列、大尺度的历年土壤蓄水变量的资料。 作为近似，本文暂时忽略了这一因素。
本文采用统计方法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绿水系数的变化及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揭示绿水系数变

化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意义。 同时还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方法研究了绿水系数的变化趋势。。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Ｕ 值

随时间的变化反映变量变化趋势的改变，可以用来探测由增到减（或由减到增）的转折点与突变点［１８］

３　 资料来源

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年径流量由龙门站的年径流量减去河口镇站的年径流量而得到，时间系列为 １９５０
年至 ２００１１ 年。 所依据的径流资料来自河口镇水文站和龙门水文站。 水文站实测的径流量（Ｑｗｍ），并不代表

流域实际产生的径流量即天然径流量。 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部门统计出了不同年份某一站点以上流域中的

灌溉引水量、工业及城镇用水量、水库调蓄量，并对人类引水后回归到河道中的水量进行了估算，求出了历年

全流域的人类净引水量 Ｑｗ，ｄｉｖ，计算出了天然径流量（Ｑｗｎ）：Ｑｗｎ ＝Ｑｗｍ －Ｑｗ，ｄｉｖ＋ΔＳｒ。 由此，可得到：
Ｑｗｎ ， Ｈ－Ｌ ＝Ｑｗｍ，Ｈ －Ｌ＋ Ｑｗ，ｄｉｖ，Ｈ －Ｌ ＝ Ｑｗｍ，Ｌ－ Ｑｗｍ，Ｈ ＋Ｑｗ，ｄｉｖ，Ｈ －Ｌ （５）

式中，Ｑｗｎ ， Ｈ－Ｌ为河龙区间天然径流量， Ｑｗｍ，Ｈ －Ｌ为河龙区间实测径流量，Ｑｗｍ，Ｌ为龙门站实测径流量， Ｑｗｍ，Ｈ 为河

口镇站实测径流量，ΔＳｒ为水库调蓄量，Ｑｗ，ｄｉｖ，Ｈ －Ｌ为河龙区间人类净引水量。 以上均按年系列计算。 河龙区间

的绿水系数 Ｃｇｗ由下式计算：
Ｃｇｗ ＝Ｑｗｎ，Ｈ －Ｌ ／ （ＡＨ－Ｌ×ＰＨ－Ｌ） （６）

式中，Ｑｗｎ，Ｈ －Ｌ为河龙区间天然年径流量（１０８ｍ３ ／ ａ），ＡＨ－Ｌ为河龙区间的流域面积（ｋｍ２），ＰＨ－Ｌ为河龙区间的

面平均年降水量（ｍｍ）。 河龙区间年降水量、天然径流量、净引水量的资料来自历年《黄河水资源公报》；各项

水土保持面积的资料来自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气温资料来自中国气象局。 由于河龙区间的干流河道位于陕

西、山西间的峡谷中，河段冲淤量很少，可以忽略，河龙区间的年产沙量按龙门站的年输沙量减去河口镇（头
道拐）站的年输沙量来计算，两站年输沙量的资料来自历年《黄河泥沙公报》。 实测径流量、输沙量和气象资

料在观测时严格遵照国家技术标准，并进行了精度检验；水土保持面积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抽样核实，
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文中还利用了陕西、山西两省历年粮食产量的数据，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１９］；利用

了山西、陕西两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退耕及封禁治理面积的资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１９］和黄河年鉴［２０］。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绿水系数和影响因素的时间变化趋势

流域绿水系数与气候因素（如降水量和气温）和人类活动因素（如各种水土保持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图

２（ａ）中点绘了河龙区间绿水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中显示，绿水系数呈现增大的趋势，与时间（年份）的决定

系数 Ｒ２ ＝ ０．５２７６，显著性概率 Ｐ＜０．００１。 图 ２（ｂ）中则点绘了河龙区间流域因素如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以及

梯田面积、造林面积、种草面积和坝地面积等随时间的变化。 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面积均表现出显著的增

大趋势，Ｒ２分别为 ０．９８０１、０．９１１４、０．７５９８ 和 ０．８５１５，显著性概率 Ｐ＜０．００１。 年降水量略有减小的趋势，Ｒ２为 ０．
０６１ （Ｐ＝ ０．０６４， Ｐ＜０．１０）；年平均气温呈现显著的增大趋势，Ｒ２为 ０．４５２２（Ｐ＜０．００１）。 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对

于河龙区间绿水系数增大的原因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１６］，表明绿水系数的增大与夏季风强度减弱、降水量减

小、年均气温升高和水土保持面积增大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建立了绿水系数（Ｃｇｗ）与水土保持措施总面积

（Ａｓｗ）、５ 年滑动平均年降水量（Ｐｍ， ５ｍ）和年平均气温（Ｔｍ， ５ｍ）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此基础上估算出

Ａｓｗ、Ｐｍ， ５ｍ、Ｔｍ， ５ｍ对 Ｃｇｗ的贡献率分别为 ５１％， ３７％ 和 １２％。 本文进一步揭示绿水系数增大的生态环境意义。
４．２　 绿水系数与流域侵蚀产沙的关系

从实质上说，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是对于地表径流进行调节。 这种调节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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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龙区间绿水系数（１９５０—２０１１ 年）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２０１１

（ａ）和影响因素（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年）；（ｂ）随时间的变化

径流转换率即地表径流系数的调节。 梯田、造林种草等水土保持措施会增加降雨入渗，增加土壤水，减少地表

径流。 由于黄土高原黄土层厚度很大，地下水埋藏很深，入渗的雨水量经由土壤水和地下水最终转化为河流

基流的比例不大，最后大部分都消耗于蒸发与蒸腾作用，重新回到大气，即转化为绿水。 因此，水土保持会显

著地增大绿水系数。 二是对于径流的影响。 坡地改为水平梯田或缓坡梯田之后，地表坡度大大减小；林草植

被则增大了坡面地表的糙率系数，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会减慢坡面流的流速、延长其历时，从而增加径流运动过

程中的下渗量。 淤地坝以及前期淤成的坝地大量拦蓄来自沟道流域的洪水径流，这些径流大部分都渗入土壤

之中，转化为土壤水，最后消耗于蒸散发而成为绿水。 因此，水土保持措施对于径流的调节，最后会表现为增

大绿水系数［１６］。 图 ３ 中点绘的绿水系数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面积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 图中的 Ｒ２表明，梯
田面积、造林面积、种草面积和淤地坝造地面积等变量可以解释绿水系数变化的 ３９．５％—４９．１％。

从本质上说，水土保持措施减少了降雨到径流（蓝水）的转化率，增大了降雨到绿水的转化率。 绿水系数

的减小意味着坡面径流减弱，河流径流也减弱，前者可以减少坡面侵蚀，后者则可以减少河道侵蚀。 同时，绿
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植被蒸腾作用的增强，说明植被对地表的保护作用增强，这也会导致坡面侵蚀的减弱。
因此，河流的产沙量与绿水系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图 ４（ａ）显示，河龙区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之间呈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５３７２，Ｐ＜０．００１），意味着河龙区间产沙量变化的 ５３．７％可以用绿水系数的变化来解释。
图 ４（ｂ）中对于二者的时间变化进行了比较。 图中显示，前者具有减小趋势，后者则有增大趋势。 由于河龙区

间降水存在 ３—５ 年的波动，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也有 ３—５ 年的波动。 为了更好的体现出变化的趋势，计算

出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的 ５ 年滑动平均值，其变化曲线也绘在图中。 可以看到，两条曲线具有很好的镜像关

系。 产沙量的 ５ 年滑动平均值与绿水系数的 ５ 年滑动平均值具有很强的负相关，Ｒ２ ＝ ０．８２６６，比图 ４（ａ）中的

Ｒ２ ＝ ０．５３７２ 要高得多。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植被通过对增大绿水系数来影响侵蚀产沙，具有一定的时间

尺度效应。 在较长的时间（例如 ５ 年）尺度上，如果绿水系数有增大趋势，则意味着植被状况持续改善，植被

的抗蚀力也会持续增加，从而使侵蚀产沙量稳定地减少。 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例如 ５ 年）绿水系数的

变化对于产沙量变化的解释能力要比年尺度关系的解释能力强得多。
４．３　 绿水系数增大在农业生产上的意义

黄河流域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生产性绿水系数的增大。 因此，在绿水系数增大的同时，植被覆盖度和

粮食产量均增大。 由于梯田与坡耕地相比，降雨入渗量大大增加；坝地拦蓄的洪水，大部分最后都渗入地下，
因此梯田和坝地土壤的含水率要大大高于坡耕地。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试验站实测资料，坡地、
梯田、坝地土壤含水率分别为 ９．４７％、１０．７２％和 １７．６１％，梯田和坝地分别是是坡地的 １．１３ 倍和 １．８６ 倍［２１］。
在其他条件可比时，这是梯田和坝地的粮食产量要大大高于坡耕地的原因。 据黄土高原典型调查资料，坝地

粮食产量每公顷为 ３７００—４５００ ｋｇ，高的可达 ７５００ ｋｇ 以上，是坡耕地的 ４—６ 倍、梯田的 ２—３ 倍，梯田每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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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河龙区间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与绿水系数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绿水系数与梯田面积的关系； （ｂ）绿水系数与造林面积的关系； （ｃ）绿水系数与种草面积的关系；（ｄ）绿水系数与坝地面积的关系

产量则为坡耕地的 ２ 倍以上。 据绥德水土保持试验站对王茂沟 １９６０—１９９６ 年 ３７ 年间的观测，坝地、水平梯

田、坡耕地年均粮食产量分别为每公顷 ４７５０、１６０６ 和 ５６６ ｋｇ，即坝地、水平梯田分别为坡耕地的 ８．３９ 倍和 ２．８３
倍［２１］。 农作物耗水量体现为蒸腾作用，是流域绿水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他条件可比时，单位面积粮食产

量越高，农作物的耗水量越大，梯田和坝地粮食的增产意味着绿水系数的增大。 河龙区间流域绝大部分位于

山西和陕西两省，我们以这两省的粮食产量的相对变化来近似反映河龙区间粮食产量的相对变化。 以实施水

土保持以前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平均粮食产量作为基准，计算出历年的产量与基准产量之比值，称为粮食产量

指数。 以历年数据为基础，图 ５（ａ）、（ｂ）中分别点绘了粮食产量指数与梯田面积与坝地面积的关系，表现出

很强的正相关。 图 ５（ｃ）还显示，粮食产量指数与河龙区间绿水系数也呈较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水土保持实施

后，生产性绿水占降水的比率增大，这是粮食产量显著提高的原因之一。
４．４　 绿水系数对生态环境的指示意义

在蒸散发量中，蒸发量为非生产性绿水流，散发量（植物蒸腾量）为生产性绿水流［６］。 其中，农作物散发

量是生产粮食所消耗的绿水，非农作物植被的散发量则是维持生态系统的所消耗的绿水量，这两部分绿水量

都对生态环境有利。 为了对这两部分进行区分，可以称前一部分为农业生产性绿水流，后一部分为生态性绿

水流。 因土壤蒸发而消耗的绿水量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就广义而言对于生态环境的维持也是有利的。 因

此，绿水流对于生态环境是有利的。 从这一意义出发，可以将绿水系数作为衡量生态环境变化的指标。 在年

降水可比的情况下，如果绿水系数减小，说明生态系统中以径流的方式流失的水量即蓝水的比率增大，用于其

自身维持的水量（即绿水）的比率减小，在这一过程中与径流流失相伴随的物质流失（土壤颗粒、土壤有机质

和营养元素）也增加。 可以认为，这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反之，绿水系数增大，则说明生态系统中以

径流的方式流失的水量即蓝水的比率减小（由此导致物质流失减少）、绿水的比率增大（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

生产力提高），可以认为生态环境趋于好转。 从这一思路出发，可以评价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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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河龙区间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Ｌｏｎｇｍｅ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ａ） 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的关系；（ｂ） 年产沙量和绿水系数的变化；（ｃ） ５ 年滑动平均年产沙量与 ５ 年滑动平均绿水系数的关系

图 ５　 河龙区间粮食产量指数与梯田面积（ａ）、坝地面积（ｂ）和绿水系数（ｃ）的关系（粮食产量数据来自文献［２０］）
Ｆｉｇ． ５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ｌａｎｄ （ａ），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ｃｋ⁃ｄａｍｓ （ｂ） ａｎｄ Ｃｗｇ（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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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意义。
我们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方法研究了绿水系数的变化趋势，探测了变化过程中的转折点。 图 ７（ａ）中点绘

了河龙区间绿水系数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Ｕ 值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到，Ｕ 值变化曲线有两个明显的转折

点，发生于 １９７０ 年和 １９９９ 年；１９９０ 年还有一个次一级的转折点。 可以将 １９５０—２０１１ 年间河龙区间绿水系数

的变化分为 ４ 个阶段：（１）阶段 Ｉ（１９５０—１９６９ 年）：绿水系数呈减小趋势。 这一阶段中，水土保持措施尚未生

效，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大于治理，流域水分流失相对严重，因而绿水系数减小。 与水分流失相伴随的土壤流失

与土壤养分流失均较严重，这意味着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２）阶段 ＩＩ（１９７０—１９９８ 年）：绿水系数在波动中呈

增大趋势。 水土保持措施生效，流域水分流失大大减少，与水分流失相伴随的土壤流失与土壤养分流失也大

大减少，这意味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段。 １９７０—１９８９ 年（ＩＩａ），水土保持的生

效使得绿水系数增大。 然而，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ＩＩｂ），淤地坝的拦沙效应明显衰减。 河龙区间的淤地坝，绝大部

分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修建的，８０ 年代以后淤地坝修建量大为减少，而淤地坝的拦沙寿命为 １０—２０ 年，７０ 年代

修建的淤地坝与拦沙库到这一时期已大部失效［２２］，因此流域水分流失增加，绿水系数减小；（３）阶段 ＩＩＩ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绿水系数迅速增大。 这一阶段中，除了原有的梯田、林草和淤地坝措施得到加强外，大面积

退耕还林还草和以自然封禁为主的生态恢复也在这一地区广泛开展，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１９］，山西、陕西两

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累积退耕耕地面积达 ３００．４ 万公顷；据黄河年鉴资料［２０］，河龙区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间累积

封禁治理 １３３．２ 万公顷，这使得植被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

图 ７　 河龙区间绿水系数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Ｕ 值（ａ）、绿水系数距平（ｂ）及累积距平（ｃ）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７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Ｕ ｏｆ Ｃｇｗ（ａ），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ｇｗ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ｇｗ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

为了对于图 ７（ａ）中的变化阶段作进一步论证，在图 ７（ｂ）和图 ７（ｃ）中分别点绘了绿水系数的距平百分数及

其累积值的变化。 可以看到，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间，绿水系数距平百分数以负值为主，２１ 年中正值只出现了 １ 次；
１９７１—１９９９ 年间，绿水系数有所增大，２８ 年中距平百分数正值出现了 １６ 次，负值出现了 １２ 次；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间，绿水系数距平百分数进一步增大，１１ 年中正值出现了 １０ 次，负值只出现了 １ 次。 图 ７（ｃ）中的绿水系数累

积距平百分比曲线则显示出与图 ７（ａ）完全相似的阶段性，在 １９７０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分别出现两个转折点，将整个

变化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绿水系数累积距平百分数减小；１９７１—１９９９ 年在总体上缓慢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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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以 １９９０ 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次一级的阶段，１９７０—１９８９ 年增大，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减小；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绿
水系数累积距平百分数呈现加速增大的趋势。

５　 关于绿水系数应用意义的讨论

本文所揭示的黄河中游绿水系数变化的生态环境意义，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价水土保持的水资源效应，从
而为流域水资源的管理提供新的认识。 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绿水（蒸发蒸腾量）
在降水中所占比例的增大。 蒸腾量比率的增大表明植物消耗水量的增加，即林草植被和农作物耗水的增加。
前者属于生态耗水量，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后者是粮食等农作物生产的耗水量，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
第二，绿水系数和天然径流系数之和是一个常数，二者互为消长。 水土保持措施的生效是这些措施对于径流

进行调节的结果，梯田、林草、淤地坝的减沙效益来自减水效应。 与这种减水效应相伴随的是土壤水资源的增

加和生态性、生产性绿水资源的增加。 因此，水土保持在减少了下游的河川径流资源的同时，增加了流域中的

土壤水和生态性、生产性绿水资源。 第三，水土保持的水资源效应的含义应包括蓝水和绿水在内。 水土保持

对蓝水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对径流的影响，是一种异地（ｏｆｆ⁃ｓｉｔｅ）或下游效应，一般表现为减少年径流。 水土保

持对绿水资源的影响则体现为对土壤水资源的影响，是一种当地（ ｉｎ⁃ｓｉｔｅ）效应。 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当地

生态耗水量和农作物耗水量的增大，这两部分耗水量是绿水资源的消耗量，是由土壤水资源转化而来的。 下

游河川径流的减少不一定意味着水资源的净减少；径流资源的减少是以土壤水资源（或生态性、生产性绿水

资源）的增加为补偿的，虽不利于下游河道，但有利于实施水土保持的小尺度、中尺度流域。 水土保持的水资

源效应包括两部分，即减少蓝水和增加生产性、生态性绿水，不能只看到前一方面而忽略了后一方面。 第四，
水土保持的水资源效应该是蓝水减少量与生产性、生态性绿水增加量的代数和。 对于水保措施的水资源效应

的评价必须从包含土壤水和生态生产性绿水资源在内的广义水资源的概念出发，才能得到全面、正确的认识。
在广义水资源的管理规划中如何科学地确定河川径流资源和生态生产性绿水资源之间的合理比例，在理论和

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６　 结论

（１）本文以大量实测资料为基础，研究了黄河中游河龙区间绿水系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发现该地区

绿水系数呈现增大的趋势。
（２）系统地研究了水土保持措施与绿水系数的关系，发现水土保持措施的大规模实施是导致绿水系数增

大的重要因素，梯田面积、造林面积、种草面积和淤地坝造地面积等变量可以解释绿水系数变化的 ３９．５％—
４９．１％。

（３）首次发现河龙区间产沙量与绿水系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绿水系数的变化可以解释产沙量变

化的 ５３．７％；梯田、坝地面积与绿水系数和粮食产量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粮食产量与绿水系数之

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水土保持的实施通过增大梯田和坝地生产性绿水系数，增加了粮食产量。
（４）绿水系数具有生态环境指示意义，可以作为评价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指标之一。 在年降水可比的情

况下绿水系数的减小意味着生态环境环境质量降低，绿水系数的增大意味着生态环境质量提高。 绿水系数对

于广义的流域水资源评价和水土保持措施水资源效应的确切评价，都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于今后解决的问题。 由于目前对于大尺度流域土壤蓄水量年变化的研究尚少，难

以得到系统的数据。 作为近似，本文在建立年尺度水分平衡时，暂时忽略了土壤蓄水量的变化，会带来一定的

误差，有待于今后取得资料后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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